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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梅立润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摇 430072)

摘要: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 随着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
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

以彰显。 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 人工智能企业既

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

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 人工智能企业的

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
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

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冶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

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 新权力中心在多

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

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 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

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

制等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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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

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 自国家产生以来,国
家与权力就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国家是权

力的主要代名词,权力是国家的核心象征。 基

本上没有人会质疑国家拥有最广泛和最正当的

权力,也基本上不存在能够与国家相媲美的权

力主体。 出于发展和治理的需要,国家虽然会

在部门体系内部实行分权,或将部分权力授予

国家部门体系之外的其他主体,但国家始终是

权力的核心,权力配置的主动权依然牢牢掌握

在国家手中。 随着人工智能专项战略的密集出

台、新创人工智能企业的不断出现、人工智能领

域投融资的持续火热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

日益丰富,人类社会开始迈入人工智能时代。
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

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
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

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

彰显。 技术赋权可能催生与国家竞争的新权力

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

一、数据与算法:
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新来源

摇 摇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权力有着天生的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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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构成权力生产

的要素不断地发生变化,权力不停地流转,这意

味着,并不是谁获得了权力,就将永远坐拥权

力。 生活在一个技术色彩浓厚的时代,人们对

技术及其关键成分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生产要

素或者说对技术的赋权效应,早已司空见惯。
在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生产的要素将再次迎来

转变,技术的赋权效应将再次彰显,权力也将再

次发生转移。
人类社会充满了权力现象。 虽然权力是一

个颇为古老且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但也是一

个“在本质上可争议冶的概念,想要得到没有争

议的理解权力的方式充满难度[1]。 “无论中

西,权力的词源含义说到底都是指影响,表示一

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和力量。冶 [2] 将权力视为

某种影响力是权力界定的惯常用法,实际上,
“惯常用法也构成了一种真正的限制,完全背

离惯常用法的界定只会成为孤芳自赏的纯粹私

人语言。冶 [3]以惯常用法来看待权力,将权力视

为某种影响力,紧接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带

来“影响力冶? 莫里斯·迪韦尔热曾指出,“影
响是建立在各种不同因素之上的,如物质力量、
进行奖惩的可能条件、财产、威望、拥戴、标准、
价值等等。冶 [4]丹尼斯·朗则意识到,资源是权

力的基础[5],而达尔列举出了更为具体的可供

权力生产的“资源清单冶,包括:个人自己的时

间;获取金钱、借贷和财富的机会;对工作机会

的掌控;对信息的控制;自尊或社会地位;拥有

个人魅力、知名度、合理性、合法性;与公职相称

的权利;作为社会某个阶层的成员博得他人支

持的能力;在职业、社会地位、宗教、种族血统等

方面的相似性[6]。
虽然许多要素都单独或组合地成为过权力

的重要来源,但在不同时期,权力的来源会因时

而变,不同要素对权力生产的贡献率也会有所

不同。 “在二战时期,我们认为钢铁、轮船和飞

机是权力的源泉。 在核武时代,我们也是如此。
如今在信息时代,我们开始重新确认权力的来

源。冶 [7] “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

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 这个新基础以

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
‘信息爷为标志。冶 [8]换言之,信息的权力属性在

人类步入信息社会后愈发明显[9],甚至在 21 世

纪将成为权力最重要的来源[10]。 随着人工智

能时代的到来,权力生产要素将再次发生转变,
“智能技术将成为重要的‘权力爷元素冶 [11]。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根基。 “如果说人工智

能是婴孩,大数据就是奶粉。 人工智能的核心

在于数据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学习大量

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其实就是数据,人
工智能越是深度发展,所需要学习的数据量就

越大、越具体。冶 [12]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的

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数据基础的改

善,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使得来自网络搜索、
电子商务、社会媒体、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海

量数据迅速累积,为人工智能的飞跃提供了充

足的养分[13]。 正因如此,数据的价值和重要性

开始飙升。 早在 2006 年,就有学者意识到“数
据是新石油冶 [14]。 近些年,这种认知得到了更

为广泛的支持,比如《经济学人》2017 年刊出的

一篇文章就指出,“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再

是石油,而是数据冶 [15]。 有人甚至认为,随着数

据的新用途被不断提出,数据已经成为实现人

们梦想的“万灵药冶 [16]。 可以说,谁拥有更充分

和更优质的数据,谁就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拥

有更大的影响力或权力。 数据成了人工智能时

代权力生产的要素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数据不仅仅是新时代的原油、火药,数据就是权

力。冶 [17]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算法本质上是基于

特定的数学模型,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结果的系

列计算步骤,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复杂的

计算结构与计算过程。冶 [18] 如果说数据是人工

智能的基础,那么算法就是人工智能的 “灵

魂冶 [19],算法控制着数据的流动并实现所谓的

“智能冶 [20],算法让数据的价值得以彰显。 如果

将数据视为 “金矿石冶,那么算法就是 “炼金

术冶。 更为关键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万事万

物皆可数据化,数据成为信息与社会利益的载

体,社会资源的分配往往需要基于对海量数据

的分析,而分析海量数据又需要依赖于算法,这
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不得不逐渐让位于算

法,算法由此逐渐脱离数学工具的角色,并发展

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21]。 这种“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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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冶在选择、判断和决策方面具有独特

的优势,对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显著

影响。 “一种比‘代码(算法)是法律爷更具有启

发性的表达是‘代码(算法)就是权力爷:它能让

我们去做只有武力、强制、影响力和操纵才会让

我们就范的事情冶 [22]。 这也意味着,在人工智

能时代,谁掌握更先进和更高级的算法,谁就可

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或权力,算法同样成为人

工智能时代权力生产的要素之一。

二、技术优势与辅助治理: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

摇 摇 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权力生产

的新要素。 问题在于,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

成分的数据与算法,并不会均衡地被不同主体

所掌握。 一方面,获取海量、优质的数据往往是

绝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设计先进、
高级的算法或者利用优秀的算法对庞大的数据

集进行充分的价值挖掘,绝大多数人同样也无

法做到。 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数据获

取与数据处理能力的不均衡,只有少数更有能

力获取和分析数据的人,才会享受到人工智能

的技术赋权红利。
从理论上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十分复杂、

投资巨大,需要巨大数量的数据集合来创建人

工智能场景应用,只有政府或者大的科技型公

司才有能力垄断资源、垄断数据。冶 [11]然而现实

情况是,“政府相对于某些巨头科技公司来说,
在大数据研发、 应用和人才方面都略逊一

筹。冶 [23]因为“现有人类社会大数据的生产主要

来自各类应用平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学习、
娱乐等消费记录都通过各类应用平台传递到云

端,而这些应用平台的研发者和运行者属于少

数互联网企业。冶 [24]即是说,虽然政府在理论上

有能力“垄断数据冶,但实际上,是大型科技公

司或少数互联网企业,而不是国家和政府掌握

着“更多的数据冶。 恰如有的研究者所言,“作
为新时代的原油、火药、权力基础,一部分数据

掌握在国家相关机构手中,但更多的、每时每刻

都在更新的数据掌握在少数网络科技巨头的手

中冶 [17]。 另外,算法研发的门槛偏高,要想设计

出优秀的算法,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专业的研

究团队、扎实的前期技术基础等支撑,只有少数

大型科技公司和互联网企业才有这样足够的

“动机冶和“实力冶,将巨量资源投入到算法设

计。 因此,许多优秀算法也主要掌握在少数大

型科技公司和互联网企业手中。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灵魂冶,是人工智能的

技术内核。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不断从概念走向

实践,“算法在现代社会愈发重要,通过挖掘分

析和创新使数据产生了更大价值,提高了企业

的运行效率,优化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高了

现代社会的自动化程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显著提高了社会的运转效率和人们智

能化生活的水平,甚至通过预测和辅助决策等

功能决定着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冶 [25] 不可否

认,当前的人工智能应用或算法应用主要集中

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或用来促进一系列产

业的转型与升级,或用来为社会大众提供方便

适宜、体验优良的各种生活服务。 不过在“算
法统治的世界冶 [26],算法的作用最终会从经济、
社会领域逐渐扩散乃至渗透到国家治理领域。
一方面,这符合历次科技革命中标志性技术作

用扩散的轨迹规律。 鉴于治理的广泛关联性影

响,国家在决定是否将新技术应用于治理事务

中时会更审慎。 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技

术的治理应用进程,但并不至于完全封阻这种

进程。 另一方面,这也契合现代国家治理的回

应性特征。 毕竟当人工智能带来更佳的生产与

生活体验之后,社会大众可能出现期待转移,开
始期待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提供同样的治理体验

和公共服务体验。 而且,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

会随之水涨船高,一旦国家达成了民众的期待,
就只能按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冶的逻辑,继续

努力提供比之前更好的治理体验和公共服务体

验。 在国家治理越来越注重回应社会期待与关

切的环境中,这种期待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会倒

逼国家不断扩大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领域中的

应用范围。 实际上,算法与国家治理的结合已

经日益成为一种潮流。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

国家,“机器学习在公共管理部门的使用似乎

越来越普遍。 各级政府实体越来越多地使用自

动化系统和增强系统来提高公共管理部门业务

的效率,或为更复杂的政策问题和方案决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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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技术支持。冶 [27]

算法嵌入国家治理是大势所趋,也是提升

国家治理效度的科学尝试。 利用算法为治理决

策提供新鲜全面的信息支持,识别政策问题并

模拟解决方案,监测社会问题,预判社会风险等

事例都已经屡见不鲜。 “借助于海量的大数据

和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硬件设备,拥有深度学

习算法的人工智能机器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强

化训练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解决很多人类

难以有效应对的治理难题。冶 [28] 由于人工智能

企业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国家在

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往往需要人工智能企业提

供技术支持或技术辅助,人工智能企业因此成

为国家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 有人甚至认

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在理论上仍然是最

大的‘公共性爷组织,但是实现公共任务的技术

路线和工具,将更多依赖于广泛的协同合作

……随着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未
来可能有更多政府职能将被新技术方案或新技

术机构革新或替代。冶 [29]其实,人工智能企业为

国家治理提供技术支持或技术辅助的例子不在

少数。 比如,2020 年 6 月,北京百分点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政府决策系统

(Deep Governor)冶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上全新发布。 该系统的核心功能包括数据融

合治理、全局态势感知、自由数据探索分析、预
测预警和数据共享,能够支持智能交互式增强

分析以及实现对决策业务的事前判断、事中控

制和事后反馈,为提高国家科学决策水平,助推

数字政府建设和“数据治国冶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撑。 还比如,阿里云、浪潮集团等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通过辅助建设城市大脑提

高了众多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与智慧化水平。
总的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与算法成

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 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和互

联网企业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

势,实际上就等于掌握着独特的技术型权力,即
数据权力和算法权力,而且这是一种内生型权

力。 由于少数大型科技公司和互联网企业已经

摇身一变成为人工智能企业,因此也可以说,人
工智能的技术赋权红利最终被各种各样的人工

智能企业所吸纳。 另外,在人工智能时代,许多

社会公共问题虽然表面上是由国家运用权力予

以解决,但实际上越来越需要人工智能企业提

供数据和算法支撑,人工智能企业在某种意义

上成为国家治理的“幕后操作手冶。 在为国家

治理提供技术支持或技术辅助的过程中,人工

智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国家“委托冶
的部分权力,开始凭借先进的技术逐渐介入众

多公共事务,并发展成为重要的公共治理主体。
不过,人工智能企业这种因为辅助国家治理而

获得的权力带有明显的条件限制,是一种典型

的外获型权力。

三、人工智能企业权力增长的政治影响

稳定的技术优势和滚滚向前的时代趋势还

可能使人工智能企业不断获得更多的内生型权

力与外获型权力,人工智能企业权力的不断增

长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是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

理需要敏捷预判的问题。
1. 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国家治理权力结构

的变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事实来看,权
力是比国家更早出现的现象,不过在国家产生

之后,权力似乎就成了国家的天然标签,国家也

成了权力的代名词,这一点从诸多关于国家起

源的论证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诸多论者看来,
源于特定的需要,国家的存在总是与完成某种

任务、解决某种问题、实现某种目的息息相关。
不是为了帮助每个人过上自足优良的生活,就
是为了克服自然弊端或缓和社会矛盾,以避免

在无谓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正是在承担

特定责任或者说在完成特定任务、解决特定问

题、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中,国家才实现了对权

力的获取,与此同时也成了权力中心。 随着社

会发展,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也变得更为

多样、多变和复杂,由于没有任何其他主体能够

比国家更全面有效地处理这些事务,因此国家

长期以来甚至一直以来都是绝对权力中心,没
有任何其他主体能够拥有与国家相媲美的治理

权力。 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

长期处于单中心状态。
治理浪潮的兴起曾一度在理念与实践双向

层面,对国家的绝对权力中心地位产生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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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王浦劬所说,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末赋予治

理以新的含义时,带有明显的弱化政治权力甚

至是去除政治权威的倾向,大多主张通过向社

会授权或者说放权于社会来实现国家与社会多

元共治以及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虽然西方治

理理论发展至今已形成多个流派,但是立足于

社会中心主义,取向于多中心社会自我治理,主
张去除或者弱化国家权威,却是其基本政治主

张和倾向[30]。 然而国家治理概念的盛行,似乎

意味着国家的绝对权力中心地位再次得到了巩

固,因为“在治理前面加一个主语‘国家爷,它跟

一般讲的治理有很大的区别,它避免单纯讲治

理产生的去国家化、去政党化、去政府化的倾

向。冶 [31]如果治理强调的是国家在多维度上的

后退,那么国家治理强调的就是向国家回退,就
是再次看到了国家在处理多样多变以及复杂的

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中的作用。 尽管随着

国家治理体系的日益开放,不少国家之外的其

他主体也能够参与处理这些事务,或者说获得

了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但是都还不足以作为独

立的治理权力中心而存在。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

企业可以凭借其拥有的数据与算法优势自行进

行权力生产,以及在辅助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另

获部分权力,从而有可能成为新权力中心,这会

对传统的国家单中心式治理权力结构产生冲

击。 有人就意识到,“随着大数据技术在政府

治理方面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将更加依

赖这些巨头公司,政府在利用企业开发的智能

平台处理政务时,后台产生的大量数据也会被

企业所俘获,从而进一步加剧权力结构的不对

称性。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表面上看政府依

旧是权力的行使者,但实际上其权力地位正在

遭受来自互联网巨头的严重挑战。冶 [23] 虽说人

工智能企业可能会挑战或弱化国家的权力中心

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国家权力中心地位会彻底

消逝。 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

中心的变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即
A 是权力中心,B 就不是权力中心,而是一个多

项选择题,即 A 可以是权力中心,B 也可以是权

力中心,C 还可以是权力中心。 概言之,在人工

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事业中,国家作为治理权

力中心的传统地位虽经受冲击,但是并未完全

垮掉。 一些代表性的人工智能企业可以成为新

权力中心,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国家单中心式

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
人类社会对权力的警惕由来已久,权力有

作恶以及滥用的自然本性这一认知被广为接

受。 如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前,人们警惕

的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及其权力,那么在人工智

能时代,人们需要警惕的则是人工智能企业及

其权力。 毕竟连具有独特使命与责任的国家都

需要被警惕,更何况是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标

的人工智能企业呢? 如果人工智能企业在提供

技术辅助时,在设计算法环节嵌入企业私利的

考虑,那么依赖于该算法的特定国家治理行动

就可能难以达致预期效果。 如果说在人工智能

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常见的权力寻租形式是国

家向社会、市场、企业、个人寻租,那么在人工智

能时代,权力寻租形式可能变为人工智能企业

向国家、其他企业、个人寻租。
2. 从权责同体到权责分离:国家治理问责

难题的出现

通过分工划定不同主体的职权范围,并且

对特定主体履职不当、用权不力进行问责是一

个政治体系健康运行的基础。 国家治理是一项

颇为繁琐复杂的工程,国家治理的展开既需要

各种国家部门履行好各自职权,也需要对国家

部门的过错行为进行问责。 权责同体或者说让

拥有特定职权的主体承担履职不当、用权不力

的责任,是现代社会通行的基本政治规则。 长

期以来,通过明确划定职权边界以及建立健全

一系列与履职用权责任认定或追究相关的制

度、规则、标准、程序,国家各种部门总体上能够

有序有效履职用权,国家也能够在其出现过错

时及时清晰锁定责任对象,权责同体的基本政

治规则得以普遍遵循。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段位的不断提高和

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化转型进程也不断加快,“循数治国冶和
“算法治理冶日趋成为备受理论与实践双向推

崇的治理样态。 在此过程中,许多国家部门的

行动越来越注重遵循算法的指示,“行政决策

中人类形式上的参与无法掩盖算法作出实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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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真相冶 [21]。 不过算法也可能产生不可预测

的后果。 一方面,算法是为解决问题而生的,随
着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算法设计

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 过去由几百行、几千行

或几万行代码组成的算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而
如今可能需要几十万行、几百万行甚至上亿行

代码,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有所疏漏,从而使算法

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 另一方面,算法毕

竟是由人设计的,算法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算法设计者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 然而,人
的能力是有限的,算法设计者很难掌握与特定

问题相关的所有知识,因此在算法设计过程中

很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最终使得算法后果不堪

设想。 再者,针对特定问题而设计出来的算法

带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特定问题的发展态势

会受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而
算法设计者很难全面了解和控制环境的变化,
因此设计出来的算法可能难以解决已经发生了

变化的问题,“强行匹配冶只会使得算法的后果

不可预测[32]。 换言之,由于算法本身的复杂程

度日益提高、算法设计者的认知局限以及环境

的动态变化,算法可能出现失误,从而造成不可

预测的后果。 虽然算法失误并不是新鲜事,但
关键问题是,依据算法指示而行动的国家部门

可能也会因此出现失误,从而造成影响更为广

泛的负面后果。
国家治理影响广泛的特性使得国家治理更

不容有失,严肃问责可以倒逼国家部门尽职履

责,尽可能减少治理失误。 问题在于,当治理失

误是由算法失误导致时,到底该向谁问责? 从

理论上来说,应该直接问责于相关国家部门,但
由于国家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已将部分权力

“委托冶给人工智能企业,而且企业的这部分

“授权冶会随国家治理算法依赖程度的加深而

不断增长,因此,责任似乎更应归咎于人工智能

企业。 然而,由于算法可以自我学习与升级,因
此即使是人工智能企业或算法设计者本身有时

都无法完全清楚算法为何那般决策。 即是说,
在数据输入与结果输出之间,人们明知存在一

个计算环节,然而却无法洞悉计算的逻辑与过

程,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算法黑箱冶。 恰如有的

研究者所言,“算法的使用在实际传播中形成

了一道认知门槛,使得普通公众无法清晰了解

其中的运作流程,好像是在面对一个无法看到

内部的黑洞。冶 [33] “算法黑箱冶的存在,同样使

得人工智能企业或算法设计者可以找到卸责的

理由。 随着卸责链条的拉长,最终导致无法找

到合适的对象来为算法失误的后果负责。 权责

分离或者说责任模糊,使得问责的大棒高高举

起却又难以挥下,国家治理陷入问责难题。 有

学者意识到,“即使因算法缺陷导致决策失误,
或者公众对算法决策的结果不满意,行政人员

往往倾向于把责任诿过算法或算法开发公司,
而对算法或算法开发公司又难以司法审查,责
任主体模糊往往使得算法决策陷入审查难、问
责难的窘境。冶 [34] 强行问责是许多人想到的解

决办法,不过结果可能得不偿失,因为强行问责

相关国家部门,容易抑制国家部门采用新技术

的动力,强行问责人工智能企业或算法设计者,
又容易消解市场与国家进行技术合作的信心。

总体而言,以特定职权作为各种国家部门

行动的方向指引,以问责纠偏来校正各种国家

部门的行动选择,是保证国家治理有力有序有

效的重要机制支撑。 不过在国家治理走向算法

化的时代,当出现治理失误时,“算法黑箱冶和

卸责链条的存在会使得责任归属模糊化或使权

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遭受冲击,本应为治理

失误负责的职权主体,很可能找到卸责理由而

侥幸避责,出现权责分离或问责空转现象。 谁

的责任,谁来负责,问责于谁将成为一个难题。

四、结论与思考

人类社会充满了技术与权力的身影,技术

发展与权力生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

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与算法成为新的

权力生产要素,人工智能企业因为在数据与算

法方面占有独特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技术型权

力,加之这些企业受国家治理倚重而另获国家

“委托冶的部分权力,由此可能会形成国家与人

工智能企业联合治理的局面。 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不断发展升级,以及在国家治理算法依赖程

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有

可能会继续增长,这就意味着其介入国家治理

事务的范围会不断扩大,可能会成为除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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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新权力中心。 这必然会改变传统的国家治

理权力结构,使之从国家单中心式结构转变为

多中心结构。 然而,鉴于算法可能出现失误以

及“算法黑箱冶和卸责链条的存在,人工智能企

业权力的不断增长还可能使权责同体的基本政

治规则遭到破坏,催生权责分离现象或引发问

责难题。 当然,除了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改

变和催生权责分离现象,人工智能企业权力的

不断增长还会产生其他政治影响,只不过上述

影响更为明显且直接。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企

业权力增长的政治影响还有潜在的学术挖掘空

间,有待持续细致的实践观察。
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

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

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

度。 如果人工智能企业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

更显著的技术优势,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

的技术依赖程度较高,那么其就会有更多的机

会与空间实现权力获取,新权力中心就很有可

能出现;相反,如果国家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

不输于人工智能企业的实力,或者只是小范围、
低程度地依赖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支持或技术

辅助,那么新权力中心出现的可能性就会低很

多。 在此意义上,国家在应对新权力中心出现

方面具有较大的进退空间,因为国家可以张弛

有度地推进技术研发,以增强技术相对优势,也
可以幅度自控地减少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

赖。 虽说如此,但也需要未雨绸缪,对人工智能

企业辅助国家治理“做好最坏的打算冶,因为

“公共管理部门人工智能系统的部署和应用所

带来的问题,很多是高度政治性和饱含主观价

值偏载的,因此在这些技术扩展所涉及的各个

领域,我们都应当特别注意冶 [27],毕竟企业逐利

的本性加上庞大的权力让人“不得不防冶。 尽

管有人不情愿以某种不好的预设去假想人工智

能企业在辅助国家治理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
过国家治理的广泛关联性已经超越了情不情愿

的问题。 以“无赖假设冶推测人工智能企业有

助于国家在与人工智能企业展开治理合作时提

高警惕,以更周全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企业辅

助国家治理,避免国家面对“出乎意料冶的情况

时手足无措、自乱阵脚。

相对于应对新权力中心所具有的较大进退

空间,国家在应对问责难题时就没有多少回旋

余地,只要人工智能企业介入国家治理,就一定

要注意可能由“算法黑箱冶和卸责链条引发的

权责分离现象。 换言之,国家对新权力中心是

否会出现可以选择性地关注,对权责分离现象

或问责难题却是一定要关注。 应对人工智能时

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问责难题,治本之法就是

规避算法失误,因为规避算法失误就等于规避

了治理失误,从源头上掐断了卸责的链条。 规

避算法失误,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是最

为节约成本的方式。 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指

的是人工智能企业在设计相关算法时主动精益

求精,不刻意设计存有漏洞的算法,而要促使人

工智能企业形成高度自律,国家还需要匹配系

列制度。 一是备案与试点制。 任何人工智能企

业在为国家提供治理算法支持时,都需要将算

法的核心设计精神、关键代码等向国家相关机

构备案说明,并且尽可能在小范围内先进行使

用试验。 备案说明既是一种承诺压力,也是提

供责任认定的线索与证据。 二是随机抽查检验

制。 针对人工智能企业为国家治理提供的特定

算法,国家需要不定时进行算法抽查检验,这样

既能防止人工智能企业“备用分离冶,单方面擅

自调整算法,也能防止算法在自我学习过程中

“变坏冶而无人知晓。 三是服务积分制。 对于

辅助国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一般、不好、很差的

算法及企业,国家可以考虑记不同分数,经过多

轮合作之后形成一个动态积分榜。 国家定期统

计积分,对于积分低的人工智能企业,国家要压

缩其技术支持的空间和机会,甚至 “一票否

决冶,对于积分高的人工智能企业,国家可以考

虑增进与其合作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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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 MEI Liru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long proces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full of phenomena of power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ata and algorithm, as a key
compon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element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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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Whoever has more sufficient data and more advanced algorithm may have more or greater
power, and the empowerment effect of technology can be demonstrate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ay
give rise to new power subjects, and the power transfer phenomenon may occur aga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not only have some power because of their uniqu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data
and algorithm, but also gain some power because of provi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state governance,so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may become new power center comparable to the state. The growth of
the pow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ma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power
structure from traditional single鄄centered to multi鄄centered.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increasing
reliance of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algorithm support provid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which may lead to errors in algorithms, combin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algorithm black box冶 and the chain of avoiding responsibility, the power grow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may also eliminate the basic political rules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ausing the
phenomen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r the problem of stat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The probability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power center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technological strength
comparison of the stat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but also on the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of state governa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In response to the phenomenon of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or the problem of state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in addition to
promoting the high self鄄disciplin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terpris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esign
systems such as the state matching record filing and pilot system, random sampling inspection system,
service points syste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power production; auxilia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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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刘燕华为“长江大讲堂冶讲授双碳目标二连讲

4 月 17 日,由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长江大讲堂冶之双碳目标二连讲系列讲

座在我校举行,邀请到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共同围绕“双

碳冶目标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报告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保护与绿色发

展研究院院长张建云主持。
张建云在主持词中指出,碳达峰碳中和是顺应绿色发展时代潮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是一场深刻的、循序

渐进的、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变革。
杜祥琬在题为《关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和路径的思考》的报告中深入分析、阐述

了实现双碳目标的“八大战略冶和“八个抓手冶,指出必须以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支撑实现双谈

目标。 他所提出的建议对国家能源战略、社会发展和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科研工作都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刘燕华在报告中论述了“先立后破冶的重要意义以及绿色发展的重点工作,接着从能源视

角,结合统筹、协调与平衡,绿色创新与竞争、绿色金融等方面论述了实现双碳目标需要采取的

具体措施及政策建议。 报告不仅体现了战略高度,也落实到实际,为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400 名校内外专家和师生在现场聆听报告,本次大讲堂还通过网络同步直播,近 9 000 名

各行各业人士参与到其中。
(来源:河海大学官方网站,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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